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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是运动着的矛盾。它一边强制性地将劳动时间降到最低，一边使劳动时间成

为财富的唯一衡量标准和源泉。 ”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2
 

 

  这一引自《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话，点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

矛盾，并简洁的描述了当前世界范围内的状况： 和 1914 年时一样，为了作为资本

而继续存在，资本再次要求对所有现存价值进行贬值，不管这对人类以及生产资料

造成多大的毁灭。 

 实际上,这个情况大约从 1970 到 1973 年间起就已经存在了。通过巨大的金

字塔式的债务——虚拟资本——堆积，并通过一系列 “反趋势”来一边支持这种

债务一边缩小社会再生产，全球资本已经推迟了自己的“审判日”，即全面的通货

紧缩。 

  

在审视 1970/1973 年以来 40 年间发生的具体事件之前，我们先简述一下期间

发生的主要转变。在当时，二战以后建立起来的与美元挂钩的布雷顿森林固定汇率

系统才刚崩溃。世界积累清楚的分成三个区域：1）先进的资本主义（经合组织）

国家（美国-欧洲-日本），2）“社会主义”阵营（苏联和经济互助会）3）除中国

以外的“不结盟”的“第三世界”国家。社会主义阵营和第三世界都深深限于西方

银行的债务之中，并且在 70 年代期间变得对其更为依赖。美国和西欧的工人阶级

都处于二战后最大的罢工浪潮中。由如阿尔及利亚和古巴等国所提倡的第三世界民

族主义-——亚非拉非殖民化的一个变种，在当时仍然是一支强大的力量。随着 70

年代中期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失败，安哥拉、莫桑比克、几内亚比邵共和国的葡萄牙

殖民地以及“非洲之角”的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等亲苏政权的独立，这种民族主义

达到顶峰；在 1976 年的索韦托暴动中，南非的反对种族隔离运动也达到了一个新

的水平。而欧佩克（石油输出国组织）在 1973 年（以及后来的 1979 年）石油危机

中的崛起也响应了第三世界的新兴独立，不论多数欧佩克成员国实际上和美国以及

美国经济市场有多大的联系和牵扯3。 

在联合国，由第三世界国家组成的“77 国集团”猛烈地抨击西方的经济支配

地位。在法国、西班牙以及意大利，“欧洲共产主义”似乎也正处于发展中。受到

美国支持的伊朗国王渴望伊朗成为中东地区的区域大国。当时西方几乎还没有人听

说过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也没有听说过什叶派或者逊尼派；几乎没有人将还处于工

业发展初期阶段的亚洲地区“四小龙”（南韩-台湾-香港-新加坡）当回事。中国在

当时主要还是独裁政治，且还在遭受“文化大革命”最后的痉挛性剧痛，在世界经

济中只是一“无关紧要的数量”。到 70 年代后期，法国和德国就已经在尝试成立

单一的欧洲货币来停止美元波动所带来的冲击，而在当时这种行动还处于第一阶



段。南美的南锥地区（阿根廷-智利-巴西-乌拉圭）也处于由美国支持的残酷军事独

裁政权之下。 

   

40 年后，同时也是在进入“新自由”时代的 35 年后，我们首先目睹了美国

（相对的）衰落。欧盟一直被视作为美国霸权的制衡力量，然而它现在面临着其单

一货币垮台以及 随之而来的整个欧盟 彻底解体的危机。在美国（即便没有欧洲那

么显著），罢工潮在衰退，直到最近的几乎消失4。苏维埃集团崩溃，到今天为止 

还只有波兰和捷克重新取得了并不是很牢固的立足点。随着“四小龙”5的完全崛

起，以及当前由“社会主义”越南6带头的“雁行”其后的雄心勃勃小龙的出现，

第三世界也已经支离破碎。在大部分阿拉伯世界以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原

教旨主义取代了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石油资源丰富的海湾国家以及沙特阿拉伯人

口较少，他们自己构成了一个等级， 但是他们大量引进的南亚劳动力是一个随时

可能爆炸的地区性定时炸弹。自从 1980 年以来，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包括非洲7

和拉美的部分国家人口）就陷入了经济停滞状态。 

 

          而与此同时，中国则完全与新自由全球改革同步。和其他很多国家制造业的

空心化相反，中国已经发展成为制造业的“世界工厂”。实际上，正如我们将指出

的，中国还是新自由全球改革取得成功的关键。在详细分析为保持虚拟价值而实行

的世界范围的紧缩政策的“平衡表”后后，我们将回头讨论这一事实对于世界革命

的实际含义。对于工人阶级来说，过去四十年的大部分时间是失败和重组的时期；

在下文中，我们在总结这个时期的“经济”趋势的同时整合进这一时期的阶级斗争

（这可能多少有点主观） ，最后以一个世界战略展望结束。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资本就曾经开启过相对长时间的资本贬值时期。当时

仅仅只是纸币价值暴跌、弱小资本破产、全面通货紧缩、工人阶级长期失业造成时

薪工资下跌等等等都不再能实现必要的资本贬值了，而这些在在整个 19 世纪一直

都是很有效的资本贬值途径。 

资本需要通过消灭足够的自身“价值”来重新进行生产，以期取得足够的利

润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劳动力、工人以及资本设备遭到毁灭，这些正好属于

资本消灭“价值”这一过程的一部分。1914 年到 1945 年间的两场世界大战、20 年

代短暂的重建运动8、30 年代的大萧条、法西斯主义以及斯大林主义也都属于这个

过程中的部分，而且为 1945 年到 1970/73 年的战后经济繁荣打下了基础。 和所有

之前的轻度经济衰退一样（马克思研究过的从 1817 年到 1866 年间每十年发生一次

的经济危机以及从 1873 年到 1896 年的“长期紧缩”），资本贬值9这一世界性过

程将生产和再生产整体移入到一种新的“价值标准”体系或者马克思在《资本论》

中所提到的一种“价值革命”中。资本主义的每一繁荣和衰落阶段（用行话来说是

从“高峰到低谷”）都会形成一种建立在此类新标准上的变体，一种从“苹果到橘

子”的转变——在这种转变中，单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之前以及之后阶段的社会

必要劳动时间都不成比例。在 19 世纪中期新交通模式如运河，铁路以及蒸汽轮船

的群聚就是这样的一种变体；在 20 年代到 40 年代新的电子器件，化学品以及自动

化技术的是另外一种，离当下更近的则是自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在通讯以及商品运

输（海路和空陆）上的革命.  



 

到 60 年代末，战后经济的繁荣已经将世界资本带入到了另一个阶段。在这个

阶段，再生产劳动力的成本不再能够作为商品交换的系统“价值标准”或最低标

准。资本和 1914 年一样但是更为广泛的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世

界范围内的物质毁坏是资本贬值和潜在的重新估值运动的必要部分。  

随着每个经济繁荣与萧条交替循环的资本主义周期达到高峰，都会产生虚拟

资本。这种虚拟资本由对剩余价值的纸面索取权（paper claims）构成，后者并不

对应于任何来自直接生产过程的实际剩余价值，也不对应任何从原始积累中掠夺来

的实际资源。撇开在过去 20 年间猖獗的投机活动不谈，虚拟资本的最初来源是在

生产领域自身中产生的贬值的固定资本10。资本的这种贬值是由资本最重要的一个

方面造成的：劳动生产率的经常性提高。但是对于资本家来说，资本并不像马克思

的《资本论》的前两卷中说到的那样是“自我规定的价值”，而毋宁说是对财富的

纸面权利，是《资本论》第三卷研究的股票（利润）、债券（利息）以及对地租的

不同形式的索取权等等 

这些是对未来的现金流的索取权，其“价值”并非由“价格/价值”（转型

这一）难题直接决定——读者们把太多的注意力放到《资本论》第三卷第一部分的

这个问题上了，而是由这一现金流在一般可获得的利润率条件下的资本化决定11。

虚拟资本——它相对于可用来兑现其价值的实际剩余价值来说是虚拟的——犹如炽

热的空气在不断膨胀，并不时地从中央银行的反紧缩行动和各种各样的“反趋势”
12调节措施中获得动力。这团热气也像任何其他资本一样在不断循环，直到它再也

不能根据经典的 M-C-M’运动兑现其价值为止，而正是这一运动给出了资本的定义
13

.。随后的崩溃使这些对财富的索取权大大缩水，使它们与现实的潜在利润率相一

致，甚至在新的扩张阶段会低于这一利润率。这就是我们自 2008 年以来所处的阶

段。但是 2008 年所发生的只是如上指出的长期债务堆积过程的最新的急剧发展阶

段，而这种债务堆积过程则掩盖了自从 1970 年代以来世界范围的缩小的社会再生

产的延长——相对于资本主义从萧条中恢复起来的 1945-1970/73 这一扩张时期来

说。 

让我们更加仔细的来审视这段历史。在这段历史中，对财富的虚拟权利达到

了它们在 2007 年至 2008 年间的规模而且在经济崩溃五年之后，这些对财富的虚拟

索取权仍然存在。 当代的读者可以很容易在对冲基金、金融衍生品、证券化金

融、世界范围内股票市场以及私人和商业地产价值、“信用违约互换”“抵押贷款

债务”, 金融-房地产以及保险业的“资产通胀”等活动中认出这些权利（title），更

别说在这些美国政府的债务在四年之内从十万亿美元增长到了 15 万亿，以及最近

在欧洲日本和中国的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上债权的相应增长。在这些纸面索取权的

重压之下，我们在希腊、意大利以及西班牙的街头，以及从当前全世界 25 岁以下

的年轻人的失业率为 50%上可以最直观地看到缩小的社会再生产。  

几乎没有人到今天还记得在 1969 年到 1979 年间14的美国公司清偿危机和紧

随 1968
15年三月“美元危机”后同一年间美国股票市场 35%的跌幅，以及最后美国

经济的急剧衰退。这些事件大概都可以看成是二战后经济繁荣发展到末期的信号。

尽管有时会出现一些经济反弹的表现，但从此以后世界经济系统就被当今彻底的通

货紧缩这一个幽灵所缠绕折磨。信贷危机和接踵而至的经济衰退之后，理查德.尼



克松在 1971 年八月暂停了美元黄金的可兑换性，并出台了一系列针对性措施来将

美国经济提升到通货膨胀式的超级繁荣，以此来确保他在 1972 年连任总统16。 

 

       美元在当时和现在一样都是世界的主要储备货币，而美元和黄金支撑之间联

系——这是由 1944 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众所确立的——的断裂助长了虚拟资本泡

沫，使这种泡沫呈现出今天这种庞大的模样。 

 与世界资本市场这些事件同时发生（并有关）的，是 1972 年到 1973 年世界

石油价格涨了四倍17。和 2008 年一样，在 1973 年到 1974 年期间，主要的资本主

义政府都在遭受经典凯恩斯式的通货再膨胀，造成经济不景气状况下的物价大涨—

—“滞胀”。这种通货膨胀到 1979 年在美国到达了 15%的程度，在英国甚至更

高。在一段时期内，甚至出现了真正的负利率，这让所有债权人和靠固定工资生活

的人大吃苦头，而对债务人反而是一种帮助。欧洲国家和日本在与美国经济交易的

过程中，都因为国际收支顺差被迫输入了美国的通货膨胀。随着与伊朗革命紧密联

系的第二次“石油危机”在 1979 年爆发，同年英国撒切尔上台执政，一年后里根

在美国上任，美国联邦储备在保罗.沃克尔的带领下将利息率上调至 20%来阻止美

元外流并中止美国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终于在 1979 年结束，世界资本进入到了

新自由阶段。到 1985 年为止，撒切尔，密特朗，戈巴乔夫以及邓小平都不约而同

的对国家的“社会”方面视而不见，而-对国家的“社会”智能的强调是 1945 年后

的特色。 

“新自由主义”（这个词创造出来是为了转移在“资本主义”这个词上的注意

力）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战后18期间奥地利理论家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和路德维

希·冯·米塞斯的思想中。新自由主义在英美世界以另一名字“货币主义”得到推

广。尽管本文的大多数潜在读者都非常熟悉这个词以及它的变种，但仍然有必要复

习一下“货币主义”这一词汇，从而了解一下新自由主义对全球的到今天都尚未消

失的影响。尽管在 70 年代危机的前几年间新自由主义除了在南美南部地区（智利

和阿根廷）19外还处于边缘位置，但它统治了世界三十多年，其影响还尚未结束。

我们也许可以将新自由主义简洁地定义为对可变资本（V）和不变资本（C）20的

不同毁灭方法，其目标在于以足够的剩余价值（S）支撑不断膨胀的炽热空气——

虚拟资本的泡沫。新自由主义兴起的背景是 1968 年后西方收入平等趋势的逆转
21；它统治着这一时期的意识形态，在这一时期内收入不平等至少超过了 1929 年

的水平，贫富国家之前的差距也比 1973 年前扩大了不少22。 

    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和影响包括对社会（the social）的战争，这里的社会指的

是战后的福利社会，在其他的语境下指的是“共产主义”；为了短期的掠夺目的而

对国家职能的私有化23；将劳动力转成临时工24，雇佣更加“灵活”，常常还伴随

着源自日本的“准时制生产”(just in time)技术；美国和英国严重的去工业化25；以

涓滴经济学（“trickle down” economics）的名义对富人大幅度减税；对创业型小公

司大肆鼓吹（很多时候是之前被雇佣的人的自我剥削）以及“高科技”26的崛起； 

对银行，股票交易所以及劳工条件健康和安全相关的国家管制的削减或完全废除；

将生产无所顾忌地外包给劳动力更便宜的国家；废除（一些）关税，牺牲工人和农

民的利益为代价来促进地方和国家间的贸易协定，等等。 



        在美国，新自由主义还伴随着“文化战争”，而“文化战争”也促进了

新自由主义。文化战争中是对 1960/1970 年代的一种反动，其中诸如堕胎、性教

育、避孕、宗教和对达尔文的否定等问题，转移了许多人——包括那些直接受新自

由主义政策影响的人——对经济问题的关注。新时期内决定性的开场一击便是加利

福尼亚的 1978 年的第十三号提案。这个法案是一个民粹主义的反税政策，限定了

房产税。这一政策在接下来的 30 年中让加利福尼亚公立学校的全国排名从第一名

跌倒了第四十八名。这也是富裕阶层通过可见的或者不可见的通道转移至低税地带

的一个早期表现，而这种转移是通过新兴的大规模的私人“安保”产业执行的.  随

着世界范围内的地区贵族化，这些富裕阶层将普通的劳动人民赶出了城市。“自由

市场”的新自由主义在国际性上很快就因为 1982 年出现拉丁美洲债务危机（巴西

和墨西哥首当其冲）而受到了挑战，需要美国政府进行大规模的干预和债务重组，

还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很多国家实行紧缩政策，而这些国家都因 1973 年以来石

油进口成本增加27，经济饱受压力。1980 年，巴西最大的雇主是钢铁和汽车公司，

到 2000 年，最大的雇主是私营保安公司和麦当劳28。新自由主义使二次冷战

（Cold War II）升级并且使军费开支增加29。它还导致了 1985 年的广场协议在这个

协议里面，美国强迫日本和德国对货币进行较大幅度的升值从而使它们持有的大量

美元贬值，而正是它们持有的美元（债务）支撑着美元的国际地位，并支持着沃克

尔在 1979 年后实现的高利率政策。新自由主义继续发展，加剧了美国将“相对过

剩人口”(带有种族性的标签)关进监狱的问题，这部分人口数目达到了 700 万人，

是今天人口总量的 3%
30。新自由主义也导致了 1987 年世界股票市场的崩溃。在这

之前的几个月，阿伦.格林斯潘已经从沃克尔手中接手了联邦储备银行。在股票市

场崩溃的过程中以及之后，进入了二十年的“格林斯潘对策”时期，对联邦储备银

行将提供大规模的信贷发放的确信可以为金融和股票市场的任何低迷构筑一个底

部。“自由市场”“小国家”的新自由主义并不在意使用国家的力量去为自己的愚

蠢行为买单，这做法在 2007 年后又以更大规模的形式重复31。它（在美国）强行

通过了“福利改革”，要求接受福利者以最低的工资做一些杂工而不是单纯的接受

一个福利支票。它开创了诸如伊万·波伊斯基（Ivan Boesky） 和迈克尔·米尔肯

（Michael Milken）这类人的风险债券、 “杠杆收购32”的时代。在这一时期，为

了避税，债务被堆积在公司身上，从而迫使公司拆卖资产并将公司规模缩小到只具

备一些长期盈利项目；之后“杠杆收购”专家再将公司卖掉用于还清债务，并在数

年以后取得大量利益。“杠杠收购”促进了“股东价值”的思想形态，也就是说在

公司管理中短期的股票价格胜过其他所有的考量，这种思想也为“旧式经济”——

长期投资战略以及研发打开了一扇大门。 “杠杆收购”在美国解除了对存款以及贷

款银行（S+L）的管制，导致房地产业的信贷狂欢，这个信贷狂欢在 80 年代末期

以 5000 亿的损失而结束，而这一部分损失最后都由美国政府买单，成为美国政府

债务33。“垃圾债券”时期也在同一时期结束（尽管它以“私募股权融资”的名字

复兴，在今天还仍然存在）。在 1990 年到 1993 年间的美国轻度经济衰退中，房

屋价格急剧下跌，持有数十亿无法收回的第三世界国家债务34的花旗集团等金融机

构都摇摇欲坠，直到他们的债务也像 S+L 骗局一样，悄悄地被国有化了。 

           之前在 美国与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联系在一起的（罗斯福）新政“自由主

义”到 90 年代初已完全被这一新自由主义辞藻所取代，后者在 1990 年到 1993 年



的经济衰退后，随着克林顿执政而上台。 在 1997 年托尼.布莱尔，戈登.布朗，以

及安东尼.吉登斯用解决市场崩溃的“中间路线”来清除掉了工党“生硬”的无产

阶级的工会形象之后，克林顿的新自由主义在大英帝国找到了自己的追随者。以财

政部长罗伯特·鲁宾（前高盛的银行家）为首的内阁紧接着马上建议克林顿，急需

抑制带有任何社会主义思想的赤字开支，以此来安抚债券市场35。克林顿还施加压

力通过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自由贸易协定36。和十五年后

奥巴马的改革法案一样，克林顿备受争议且迷宫般复杂的医疗改革意在维持私人医

保公司37的利益的同时限制医疗成本，而这提案一送到国会就没有通过。克林顿还

实行了轻度提高税收的政策，但是这一政策也没有扭转之前 12 年的税收削减数目
38。他还推动“严厉打击犯罪”立法，街上安排了 100 万新的警察。这也是他在扩

大就业机会上做出的最直接贡献。在 1992 年的美国大选之夜，当时还是阿拉斯加

州州长的他，监督了一个智障人士死刑的执行，并在之后公开指责杰西·杰克逊，

来表明自己不是老式的对死刑和“犯罪软弱”的自由主义者。1996 年，在他的重

新选举之夜，他废除了“我们所知道的福利” （“welfare as we know it”），推动工

作福利制并实行恢复工作的举措。这是一种价格低廉的选举障眼法，为政府节约了

几十亿但是却让几百万单亲母亲做最低时薪的工作，还得面对漫长的通勤时间，让

几百万小孩由于父母上班而处于无人照顾之境地。1995 年开始，硅谷的“高科

技”泡沫开始发胀，伴随着全面的资产暴涨。1995 年也是“反广场协议”

（ reverse Plaza）之年，期间美元对德国马克和日本日元开始升值，直到十年后才

到达顶点39
.到 1996 年为止，因为资产暴涨，联邦州以及地方的收益产生了联邦税

收的盈余，而且“在我们看来盈余”会一直持续到 21 世纪。劳工市场紧缩到从 60

年代初就看不到的水平。在那些年间，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是美国新自

由主义政策的直接执行者，在 100 个国家进行“机构性调整”项目。 

    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克林顿时期短暂的”形势“好转”的国际大环境。首

先，日本“奇迹”在 1989 年到 1990 年的股票市场崩溃中结束，日经指数从 38000

点跌到 10000 点，并且再也没有恢复过来，由此开始了 20 多年的缓慢增长。这是

广场协议激进的重新评估日元价值的结果。日本资本流入美国以及东南亚市场进行

疯狂收购40。然而升值后的日元沉重打击了日本的出口业，而缺乏出口将资本推向

房地产投机以及其他形式的资产价格膨胀，其结果是 1990 年的经济崩溃，而日本

再也没有从中恢复过来。很多日本在美国的投资都成为了坏账。在美国政客、产业

和一些商会持续地对日本进行打击的气氛下，日本都被禁止从事其他的生意。除此

之外还伴随着贸易和关税之战，而且美国还对日本施加压力要求日本扩大军费开

支。总而言之，日本资本流入美国是 90 年代信贷情况等到缓解的一个因素。 

克林顿执政时期也见证了 1994 年的债券市场危机。在这场危机中，鹰派的联

邦储备局利用几次快速的利率增长来支持债券交易商，造成了几十亿元的损失41。

1994 年也见证了第二次拉美债务危机。拉美债务危机在墨西哥开始，随之陆续在

拉美金融市场发生42。尽管克林顿政府宣称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自由贸易协定将为美

国每年增加 500 亿美元的出口额，但相反在比索跳水后，美国政府被要求为墨西哥

债券的美国持有者出台一个 500 亿美元的救助计划。 

但是与 1997 年到 1998 年间的亚洲危机相比，1994 年到 1995 年间的墨西哥

危机显得那么苍白无力。还在几个月前，那些新兴的亚洲“小龙”国家被吹嘘为



80 年代和 90 年代经济成功的案例（持这种观点的包括美国那盲目的意识形态家

们，他们把这些高度国家主义的经济体想象为代表着“自由市场”的胜利），然而

1997 年 7 月开始的泰国货币贬值像滚雪球一样造成了这些国家短期资本的恐慌性

外逃，这些国家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蛊惑将其汇率自由化，而那些拒绝这一蛊惑的

国家（中国、马来西亚、印度）则幸免于这一危机。到 1998 年初，南韩、印度尼

西亚和泰国都相继倒下，并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控制。为了有资格取得来自国

际货币经济组织贷款和其他贷款，南韩等国家不得不同意裁减国家公务员的数量，

取消对外国资本并购关键产业的控制；而与此同时，西方的资本家犹如秃鹫般涌

入，并用廉价的价格购买这些资本，这是一种全球性的杠杆收购43
.。克林顿政府的

理论家，后美国财政部的副部长劳伦斯.萨默斯匆匆到亚洲来监督这个过程，并且

阻止了日本企图成立一个亚洲货币基金组织来缓解危机的尝试。从那些经济崩盘的

亚洲国家逃出的资本回到了美国，进一步加强了美国的资本市场。 

 

对于 1989 年到 1991 年间崩溃的那些东方阵营，克林顿政府实行严厉的紧缩

政策。当时并没有什么“新马歇尔计划”（也不存在这种计划所需要的资本）44
.。

在叶利钦炮轰民选的议会后，美国支持“民主派”的叶利钦上台。美国还煽动寡头

来接手控制俄罗斯经济，而这些寡头政治者当时接受着美国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的钱并将这些钱藏匿在国外。美国的高级顾问监督着俄罗斯经济的私有化，这种私

有化很快就达到其高潮——由犯罪分子（大多是苏联克格勃前官员45）来夺取国家

财产。这种对俄国工业和资源的掠夺被 1998 年间卢布的崩溃短暂地打断。在那些

年间，超过半数的俄国人口被迫陷入了贫困。至 90 年代，一些前苏联中亚共和国

的生活标准只能达到之前水平的 30%
46。  

1998 年秋天还发生了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危机。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

是一顶级的对冲基金公司，由华尔街的精英创立并领导，其董事会中有两个是获得

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也是被俄国的债务违约打乱了阵脚，

而且其破产给世界金融市场带来的潜在影响估计有 14000 亿美元。纽约联邦储备

系统组织了一个紧急周末会议，将所有有关的华尔街银行召集到一起，出台了一个

130 亿的救市计划来控制危机。这次事件相当于 2007 年到 2008 年金融危机的一

个小型彩排47。 

拉美、亚洲和俄国的金融危机也反弹向了美国经济，而那时的美国正处于

1995 年到 2000 间由于高科技”互联网泡沫”和“新经济”所造成的股票市场狂热之

中。从国外垮台的金融市场中逃出的资本在升值的美元中看到了安栖之地（继续

1995 年的“反广场”），看到了股票市场极大飞涨的前景——这种飞涨完全脱离

了潜在的利率48。建立在虚拟资产通胀上的税收鼓舞了联邦、州以及地方政府。克

林顿及时的卸任，并且卸任时比他在第一次选举为总统时还更具有支持率。2000

年春天，“新经济”在互联网泡沫崩溃的时候触底。纳斯达克（高科技公司的股票

交易所）指数从 5000 点跌倒 2000 点，然后再也没有恢复过。 

这正是沃尔玛取代了通用成为美国最大雇主的时期。而在国外危机一个接一

个爆发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廉价的“中国制造”，没有（中国）不断增加的低成本

出口，几乎无法想象美国社会可取得这种短暂的“金发女孩”经济（“Goldilocks” 

economy，即还算不错的经济形势——译者注）。在一个劳动力供过于求、股票和



房地产市场资金急剧通胀的市场里，这些来自在中国经营的外国公司49
,的产品将物

价膨胀控制在了低水平50。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已经有数十个第三世界的经济体为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和世界银行所强迫推行的政策51所摧毁，它们强迫这些经济体接受廉价的进口产

品，这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给墨西哥乡村地区带来的影响上可以看出来。北美自由

贸易协定也迫使几百万的墨西哥农村人口离开自己的土地，移民到美国，做着最低

时薪（或更少）的工作。这种情况一直到 2008 年的经济危机才结束。不为人知的

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还是墨西哥犯罪集团崛起的背景。墨西哥犯罪集团从农村地

区招收了几千一贫如洗的难民，加入战争，造成 5 万多人死亡。 

前苏联阵营 1989-1991 年后的经济发展也支撑着 “新经济”短暂而平静的

日子。最重要的方面是对西方资本来说出现了一个完全崭新的投资领域，（因为这

些国家有着）更加廉价的受过教育的劳动力，以及可以升值的吸引人的城市房地产

（布拉格，布达佩斯，克拉科夫，拉脱维亚）。而东欧人和俄国人，尤其是他们的老人，

都过着紧紧巴巴甚至更差的日子
52
。大量的受过教育的年轻人移民到西方世界，同样过来的是

一些新的犯罪网络。随着寡头控制了传统的有价值的行业，整个工业地区都被关闭或缩小规

模。作为其整合入欧盟的折衷方案，德国的统一也付出了代价。几万亿的马克用于德国的

重新统一，使德国的利率上升，加深了其他西欧地区的经济衰退53。德国资本也涌

入了东欧，法国和德国的公司迁移到波兰。在波兰，华沙外面的老城市工业地区被

破坏54。 

 尽管“由自由市场中对资源进行合理配置”造成 3 万亿纸面价值蒸发消失，

而且在经济欢欣鼓舞时期所铺设的光缆有 98%再也没有使用过，但是 2000 年的互

联网经济泡沫破灭的后果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被地方化了。正当乔治.布什在 2000 秋

执政时，所有的一切都开始走下坡路。正如第一次伊拉克战争转移了人们对老布什

执政下逐渐加深的经济衰退的关注一样，911 事件的发生也转移了人们对小布什执

政下衰退经济的视线。在 2000 年到 2003 年间，美国进入了经济衰退时期。这一时

期也是安然公司55、世界通信公司破产，以及“新经济”进一步解体的时期。从高

科技繁荣中得到的“红利”也消失了。 

       正是这时候美国联准会促进房地产发展，将其作为新的群众消费支出，

房地产泡沫取代了高科技产业泡沫。拿不到足够薪水的美国工人在债务中越陷越

深，开始用他们的房子作为抵押来取得更多的贷款。“证券化金融”---将来自抵押

贷款和其他资金的收入来源进行包装，然后被热心的代理以 AAA 的评级卖给毫无

戒心的投资者——自我循环起来，其顶点是次级抵押贷款的疯狂，以及泡沫膨胀的

最后几年的房屋建造和销售56
。直到 2008 年为止，都是美国消费者大肆花钱的时

期，美国消费者从亚洲（越来越多是从中国）购买产品。随之而来的中国出口激增

推动了所有原材料提供国的经济发展（澳大利亚，拉丁美洲，非洲）。如之前提到

的那样，为了逃避 1982 年后以及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对墨西哥经济的打击，几百万

墨西哥人在美国经济繁荣的时候拿着最低工资在美国的建筑工地和肉类包装厂工

作。就像 50 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发展一贯会出现的情况一样，在美国的国际收支赤

字中，国外持有的美元数量开始堆积57
.。美元在 2005 年贬值，到 2008 年为止，美

国对欧元的汇率从$1 兑换 1.50 欧元降到了$1 兑换 0.75 欧元。 

 



美国从亚洲进口的产品从全世界吸收原材料，资金上受到美国国内贷款投

机的支持（如之前房屋市场的繁荣所示），国外的贷款使其成为可能，这种三角形

式在 2007 年开始崩溃58。这也是美国作为“世界最后的消费者”来支撑其他部分

世界经济并换取不断增长外币债务的最后一个阶段。而这种模式至少可以追溯到

70 年代。但是这不应该将注意力从更深的结构性危机、从 1914-1945 年的大规模的

价值贬值的变种（不管在细节上有多么的不同，而这里勾勒的 整个的历史线条正

试图忽略这些细节）中转移开来。正如开头说的那样，“新自由”时期意味着四十

年来在世界范围内破坏真实的生活标准以及真正的固定资产价值，以将这些价值转

移成剩余价值，以避免大规模的去杠杆化，而这种去杠杆化的可能性自从 70 年代

以来就一直折磨着美国。 

委婉点说， 如不考虑到中国的崛起，之前的概览就不可能完整。  

   在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2012 年 9 月），世界经济的所有主要区域都进入

了一个“减速”时期。在这种时期中，一些人注意到“双底衰退”可能发生，中国

也逃脱不了这种状况，甚至还可能领导这种衰退。一些怀疑论的分析家从中国在不

容争辩的崛起这一狂热情绪中抽离出来，指出这种情绪和 80 年代的“日本是第

一”“日本处于超车道上”的情绪有相似之处。实际上，中国和日本在一些重要方

面也有类似：中国在与美国贸易中积累的 1 万四千亿美元回流到美国财政部的国债

中；美国政治家们一直争论认为中国的货币价值过高；美国市场大量拥进中国商品

（如上面提到的那样）；和 80 年代日本的房地产资产泡沫一样，在中国，不能卖

出的房地产大量的累积；给国营企业提供几十亿不良贷款的“僵尸银行”；严重的

依赖于食品，油以及原材料的进口；逐步上升的人口老龄化。尽管中国的股票市场

没有像日本在 1990 年一样暴跌 75%，但是在过去的四年中也一直在下跌。 

 

 在 1960 年，东亚的 GDP 占到了世界的 5%；而今天，占到了 35%。大多数

的经济增长量发生在 1970/73 年金融危机之后。为什么这一世界经济动力中无可争

辩的转变和文章里的对 40 多年危机和资本贬值的概述相符呢？尽管在美国军事保

护实力之下，南韩和台湾这两个头一批的“小龙”国家崛起并仍然受美国的军事庇

护，但是中国早已超过美国成为它们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并且和日本一起，成为这

两个地区的投资目标。 40 年前，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都在美国的托管之下，现在

他们越来越多地转向中国，这很像冷战期间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在东西方之间游移一

样.   中国也感受到了来自越南和孟加拉共和国的低成本生产的压力，但是它的国外

投资和“软贷款”59正在为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提供国际货币组

织和世界银行带有严苛条件的贷款之外的选择60。 

      在这个过程中，随着和美国建立 “G-2”关系，中国已经和德国建立了特殊

的关系来作为进入欧盟市场的突破口61。这符合德国在地理政治上利用俄国和中国

来平衡美国在欧洲影响的习惯。中国的工厂大规模地聘用德国工程技术人员62
.。德

国的工会会员跑到北京，建议中国政府对其高压手段下并由国家控制的中华全国总

工会进行改头换面。中国以出口为主要经济增长点的模式在 2008 年间碰壁；在这

之后，中国经济出现通货膨胀，需要一个立足于国内消费的经济增长模式，而德国

的组合主义（corporatism）模式和新型的对工人阶级的整合可能正好符合要求。中



国人智囊团将德国的崛起作为 1914 年之前欧洲均势的“局外客”来研究，认为中

国在当前美国为主导的世界体系中占据类似的位置63。 

            但是这一类比是错位的。德国的崛起发生在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而且即使

是在那个时候，德国也不得不通过两次世界大战成为“北大西洋资产阶级”的一

员。在概述完 2007-2008 年的金融危机后，我们再回到这个问题。 

      因为篇幅限制，不能对这个危机做一个全面的描述，但是我们将尽力

谈到其中的重要事件。2007 年 3 月，对次级贷款提供者新世纪的清算拉开了危机

的帷幕，随后 6 月两只贝尔斯登基金崩溃。同年夏天，据估测所有的衍生品和债务

违约互换金金额理论上达到了 4 万亿。2008 年 3 月，贝尔斯登基金不得不向 J.P 

摩根公司寻求帮助。“结构化投资机构”开始崩溃，而以前银行通过这些机构可以

使债务成为“资产负债外融资”。随着通货紧缩的升级，油价从 147 美元一桶跳

水到 107 美元一桶。9 月 7 日，美国政府不得不控制房利美和房地美这两大半官方

的抵押贷款债权公司，这两大公司拥有 5 万四千亿债务。9 月 14 日，随着雷曼兄

弟这一拥有 158 年历史的老牌银行的破产，这场危机演变成了“信用事件“。与

此同时，在英国，北岩银行几乎倒台。一向受人尊敬的资产管理集团美林公司不得

不被出售给美国银行。曾经冒险进入金融衍生品世界的美国国际集团这一庞大的保

险公司也不得不寻求帮助。从 9 月 28 号到 29 号，美国国会在之后由后财政部长

汉克.鲍尔森美国为首的政府各部门的压力之下，同意出台一个针对华尔街“有

毒”资产的 7000 亿紧急援助计划。在华盛顿互惠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 460 亿蒸发

后， 摩根公司也同意接管华盛顿互惠银行。短期资金市场几乎完全停顿。而在之

前的 16 个月间，在华尔街有大量投资的养老基金损失了 2 万亿美元。 

这些只是 2008 年 11 月初奥巴马被选为美国总统之前 18 个月间发生的最重大

事件。奥巴马在 2009 年 1 月上任，而这一届政府最显著的特色是由克林顿时期的

无耻之徒组成的经济团队，包括哈佛经济学家拉里.萨默斯以及纽约联储的主席盖

特纳。 奥巴马打电话将华尔街的 CEO 招到华盛顿，告诉他们“我是你们和愤怒的

民众之间唯一的中间人”（I’m the only thing between you and the pitchforks）” 。他

后来的作为表明，这正是他的角色：通过对这些华尔街的机构进行温和的管制——

而这场危机（似乎）正是这些华尔街的机构们引起的，并徒劳地运用经典凯恩斯主

义的“推绳子”（pushing on a string，比喻用力用错了方向——译者注）导致上万

亿美元的通货再膨胀之后，新自由主义议程在实际上得以完整地保存， 

  70 年代后期以来形成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真正轨迹以一种奇特的方式

在 2007 到 2008 年的事件中到底顶点。然而四年后，这种新自由主义仍然完整地保

留下来，这点甚至都很少用其肤浅的意识形态辞藻去加以掩饰。为了阻止由资本主

义的实际动力 S/(C+V)(即利润率，译者注)产生的虚拟资本的紧缩，同样的政府、

同样的中央银行政策——比起这些来可以追溯至五十年代晚期的那些最初的政策显

得相形见绌，还在延续着。     

 经过简短的分析 21 世纪的地理政治冲突，我们回到之前并可以得出这样的

结论：以美国和相对次要的西方为一方，以中国和新的亚洲资本主义为一方，双方

间的冲突有着引发类似 1848 和 1917 年的不断革命的同样潜力，前两次不断革命分

别由马克思（1848）和帕尔乌斯-托洛茨基（1905-1917）分别做出理论总结64：

“成熟的”（实际上是过度成熟）资本主义心脏地带的工人阶级革命同崛起的“外



围地区”、“薄弱环节”国家的新兴工人阶级互相配合，后者如 1848 年的德国，

1917 年的俄国，以及（有可能）在不太远的将来的中国。美中两国在东亚的纷争

使我们在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中从“经济”转向政治方面。 

  

         对“亚洲崛起”以及“权力从西方向东方的转移”的带有玫瑰色的分析忽视

了一些棘手的现实。首先，也许也是最重要的，日本在 1914 年到 1945 年之间的大

规模资本贬值以及世界资本主义的下降阶段之前就成功地将自己打造为一个工业

（和帝国主义）大国。它在 1868 年后的国家主义发展一直都是所有后来的“四小

龙”以及现在的中国的榜样65。尽管自 1895 年在军事上打败中国后日本一直是一

个帝国主义大国，但是自 1945 年以来日本从来没有摆脱过美国的管制，而且随着

最近中国的崛起，它对美国的依赖更加加深。南韩以及台湾是自 1914 年以来前第

三世界国家里仅有的跨过界限进入成熟工业资本主义的国家。他们能做到这点，首

先是因为在 1945 年以前作为日本的殖民地引进一定程度的工业化；再次，自从

1945 以来，他们一直在美国的保护下，而且美国允许并鼓励他们开展对于工业

“腾飞”来说必不可少的“农业改革”，以此来和北朝鲜以及 1949 年革命后的中

国抗衡（实际上美国反对在第三世界的其他任何国家进行认真的农业改革）。无论

现在和中国经济有着怎样紧密的联系，台湾和南韩都无法够逃脱美国政治和军事上

的支配。实际上，南韩刚刚（2012 年 9 月）和美国签订了一个自由贸易协议，这

个协议将对韩国农业产生当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对墨西哥所产生的那种影响。“红

色世袭君主制”的北朝鲜直接牵涉到南韩，美国，日本，俄国以及中国，并因为其

重新统一对这些国家造成威胁。因为不同原因，后 5 个国家都不想朝鲜统一。朝鲜

问题和台湾尚未解决的地位问题一同构成了美国让东亚地区保持战略平衡的两个杠

杆。最后是东亚地区深刻的民主主义问题（这个问题在欧洲已经被克服）这一问题

历经两次世界大战直到现在，它妨碍了任何严肃的区域性经济一体化的可能性，而

这种一体化会对美国的统治地位造成更为统一的威胁。正是 70 年代西方国家发生

经济危机的时机以及四小龙以及 1978 年以后中国经济的腾飞表明，东亚地区经济

的巨大增长正是一个世界性危机的体现。先是从南韩以及台湾，随后从中国等亚洲

地区涌出的廉价消费品缓解了美国以及欧洲可变资本的下降：美国和欧洲的工资紧

缩状况部分由亚洲地区的廉价生产品得到了补偿66。中国国家官僚的需要——这一

需要在十年“文革”中被抑制——与西方资本主义的需要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终致

掏空战后繁荣时期的以相对剩余价值为基础的积累模式。 

 

   随着西方（尤其是美国）资本进入 2008 年后危机的下一个阶段，中国的崛

起已经并且将继续成为有用的托词。在美国，每一选举周期时都会出现来自政府和
工会官员的排外政策以及对保护主义的呼吁。日本宣称拥有钓鱼岛的主权，这在中

国引发了一系列反日骚动。9 个国家声称对南中国海67可能存在的油田拥有主权，

并且越南已经给与美国海军岘港的使用权，而岘港是在越南战争期间由美国修建

的。尽管美国国防预算是其后十个国家的国防预算总和的八倍，但是中国军事力量

一旦有增加的迹象，五角大楼就会公开指责，比如最近中国入列的第一艘航空母

舰。而才宣布的国“透视亚洲”计划则是对各种重要事务的进一步重新评估； 



      但是中国是一个火药桶：每年有 10 多万起群体性事件，，农民和政府官员

之间的土地纠纷不断，更不要说 2010 年让人印象深刻的罢工。这个政权的合法地

位自 1978 年就依赖于每年百分之 8 到 10 的经济增长点以及所带来的工作机会以及

工资增长。中国可能会尝试实行一个有自由工会以及公司委员会的升级版的德国社

团主义模式，同时用增加国内消费来取代正在衰落的出口量。但是这条路的阻碍和

风险都是巨大的。 

     在经历了数十年的倒退之后，希腊、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法国以及

甚至还有美国的工人阶级正在由危机推动着去做“他们不得不做”的事情。  

       当在西方的这种发酵剂和中国类似的发酵剂相遇的时候，在 1848 年和 1917 年

间没能实现的那种结合（正如【美国黑人马克思主义者】C.L.R.詹姆斯所说，尽管

历史没有转变，1917 年仍然是历史的转折点）可能会比 1949 年“举着红旗的资产

阶级革命”更能让世界“颠倒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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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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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ans…is indicative of …real capital investment dearth in the moribund US production-

centered economy.” Richard Westra, The Evil Axis of Finance. The U.S.-Japan-China 

Stranglehold on the Global Future (2012) p. 99.  

http://home.earthlink.net/~lrgoldner/imperialism.html


                                                                                                                                                 
17

 The real basis of this increase is controversial; some explain it by the classical 

operation of the laws of ground rent (either Ricardian or Marxist); others (cf. S. Artesian 

in Insurgent Notes Nos. 3 and 4) disagree. Be that as it may, the effect on world financial 

markets was neutralized by agreements of the major exporters in the 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OPEC) to recycle their “Petrodollars” back into the 

Western financial system, (Michael Hudson, Global Fracture, 1977), primarily in New 

York and in U.S. government paper (Treasury Bills), as well as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Western economies. The effect on most countries, particularly those in the Third World, 

was not neutralized, resulting in an exponential increase in their foreign indebtedness 

through the 1970’s and 1980’s, and in the subsequent IMF and World Bank enforced 

austerity programs.  Meanwhile, the OPEC countries acquired billions of dollars of state-

of-the-art weaponry, primarily from the U.S. Hudson’s book  describes both the 

arrangement between the US government and the main oil producers to recycle 

“petrodollars” in US capital markets, but also the large-scale acquisition of weaponry and 

some Western assets by OPEC governments.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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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in the wilderness until the 1970’s “stagflation” era, as well as military dictatorships 

in Chile and Argentina, gave them their moment. For these “anti-statists”, some states are 

not as bad as others, a proclivity they had already shown in their 1930’s preference for 

fascism over “communism”.  
19

 Chile, Argentina and Uruguay were the laboratories for neo-liberal policies, under 

extreme military dictatorships. In Chile, the “Chicago boys” had been preparing for their 

moment since the mid-1950’s, in collaboration with a small university in Santiago. See T. 

Moulian, Chile actual : anatomía de un mito, 1997.  
20

 Michael Perelman, The Pathology of the U.S. Economy Revisited (2002) not only 

provides extensive material on the decline of infrastructure in the U.S. economy (pp. 80-

91) but also shows how the dominant neo-classical paradigm is blind to the very question 

of material reproduction: “…Keynes must have known that depreciation charges cover 

the vast majority of all investment…Still, he generally assumed that capital replacement 

ocurrs automatically when a capital good reaches a certain age…You might wonder why 

anyone should care about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replacement investment and investment 

in general. In fact, inadequate replacement investment was one of the keys to the decline 

of the U.S. economy in during the late 1960’s and early 1970’s” (ibid. p. 114). 

“…accurate data on the scrapping and upgrading of installed plant and capital do not 

exist…Over time, more and more capital goods ceased to be very productive, falling into 

the category of phantom capacity… (in the postwar boom), management gave little 

indication that it had much of an inclination to maintain a healthy capital stock (ibid. pp. 

134-135   
21

 From 1945 to 1968,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est and poorest fifth of the populations of 

OECD countries steadily declined; after 1968, it reversed itself and became greater than 

prior to the 1930’s depression.  
22

 This gap should not obscure the “grey” reality of greatly increased poverty in the 

“rich” countries and the existence of an important, wealthy “globalized” group in the 

“poor” countries, as in the cases of China, India, Mexico or Brazil.  



                                                                                                                                                 
23

 With the mantra that “market forces” are always superior to the “state”, these 

privatizations almost invariably tended to make services more expensive, often followed 

by bankruptcy and their simple disappearance. Sometimes there was a “public-private” 

collaboration, (as in one example among thousands) the recent case of a Virginia judge 

whose juvenile court sentenced thousands of teenagers, usually with the most rapid sham 

trial for the most trivial offense, to a private prison which charged their families serious 

money for incarceration. In the U.S. invasion of Iraq, thousands of private “consultants” 

in such burgeoning fields as “security” were performing tasks previously done by 

military personnel.  
24

 On the psychological damage wrought by this casualization, cf. Richard Sennett, The 

corrosion of character : the personal consequences of work in the new capitalism (1998); 

though deeply flawed, Robert Putnam’s Bowling Alone (2000) is an arresting presentation 

of the many forms of enforced solitude in the new organization of labor and society.  
25

 Answering skeptics about U.S. de-industrialization, Michael Perelman writes: “”the 

government data are misleading because they overstate the share of manufacturing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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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urgeoisie (Germany in 1848, Russia in 1905 and 1917) is too weak to fight the anc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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